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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更新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范畴，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和

方向。以陕西省铜川市为例，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及科

技赋能三个方面，其中，政策支持是绿色更新转型的原始推动力，产业转型为绿色更新转型提供根本支

撑，科技赋能是绿色更新转型的能量放大器。三种动力机制融入绿色更新体系，共同推进绿色更新的发

展进程。在这一更新体系中，更新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多元参与，更新过程由被动转型转变为主动变

革，更新对象由单一转型转变为全方位转型，体现了绿色更新转型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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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green renewal, as a 
category of urban renewal,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and direction of urban devel-
opment. Taking Tongchu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gree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mainly comes from three aspects: policy 
suppor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mong them, 
policy support is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of gree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 provides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gree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s the energy amplifier of gree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dynamic mechanism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green renewal system to jointly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process of green renewal. In this renewal system, the main body of renewal has ch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to multi-participatory, the renewal process has changed from passive transfor-
mation to a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newal object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ransformation to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green renew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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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源型城市曾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规模无节制

的开采导致我国资源型城市遭遇“资源诅咒”，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严重

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于 1998 年确立了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国务院于 2007 年出台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政府不断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投入扶持资金、开设试点工作等手段

支持和促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铜川市是资源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其煤炭开采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铜川市为国家的建设奉献了 8 亿多吨煤炭、水泥，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多年

粗放的开采模式和单一的产业结构使铜川市遭遇发展瓶颈，资源依赖积累的问题不仅在经济方面表现为

经济增长乏力、动力放缓，还在社会层面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协调、就业压力激增等现实问题，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恶化更使得其生态治理面临重重挑战。城市转型成为铜川市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绿色更新对原增长模式的更迭、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以及多领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为资源型城

市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可能。面对多种困境，十几年来，铜川市历经三次转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

特色的绿色更新转型发展之路，卸下了资源枯竭的“历史包袱”，由过去“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成功转

型为“绿色生态之城”。 

2. 绿色更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绿色更新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被提及是近些年的事情，其概念随着绿色政治、绿色政府、绿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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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研究不断积淀，有着较为复杂的绿色发展进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思想意识层面，出现了“绿

色政治”思潮，并产生了许多的“绿色政党”，该思潮聚焦生态环境问题，以维护生态平衡和反对环境污

染为起点，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为最终目标，将绿色理念由环保领域推向政治舞台。

接着各国政府机构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管理，衍生出“绿色行政”和“绿色政府”。然而，生态环境问题

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其中，“绿色治理”应运而生。绿色治理在之前范式变迁

的基础上，概念早已超出了生态环境治理范畴，涉及到全部的公共领域。绿色更新承袭绿色发展进程的

概念内涵、思想精华、实践经验，融入城市更新行动，实现城市更新与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结合已有

研究，本篇文章将绿色更新的内涵定义为：区别于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大拆大建式的模式，

以绿色价值理念为指导，以城市生态环境优化为前提，以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为重要环节，推进“低

成本–功能复合–生态友好”的城市更新模式，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谐持续发展

[1]，其本质上是为了重建和营造绿色城市，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重塑城市活力，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同，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表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将通过绿色理念引领走向可持续。绿色更新作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路径，将为资源型城市的

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铜川市作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很多困难和波折，

其对绿色更新转型的积极尝试，体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普遍规律，能够为其他资源型城市绿色更

新转型提供研究范本。 

3. 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内在动力  

回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发展实践，我们发现，传统的转型道路存在集中关注经济问题的局限以及先

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惯性[2]，与之不同，绿色更新则能够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多环境的平

衡协调，对待环境治理更具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能促进资源型城市两难境地的改变，还符合人类文明

发展的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3]。但是，绿色更新强调的对“绿色”价值理念的倡导和生态问题的重

视，在城市转型中必然会遭遇经济下行、环境治理成本高昂、群众意愿不强等多重挑战。因而，在资源

型城市众多，政府难以统筹兼顾的背景下，寻找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内在动力，促使其加速资源

型城市转型，形成新的持续发展机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原始推动力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殊一环的资源型城市，其产业发展、财源结构、城市功能体系甚至文化生

态等多方面都呈现出强烈的锁定特征[4]。“一头沉”的产业结构，外加挤出效应的影响，城市的“荷兰

病”问题凸显，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后劲严重不足。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更是使环境污染超标，生态

危机严重[5]。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需要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同时，在市场

机制下，“看不见的手”在资源的合理分配上存在局限性[6]，地理位置偏僻、区域经济不发达的资源型

城市的转型工作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往往难以完成[7]。依靠市场和城市自身的力量无法承担起城市绿色

更新转型的重任，因此，国家的干预和调控异常重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成为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

转型的关键[8]。2009 年 3 月，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其转型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铜川市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央财政对铜川的转型工作给予了转移支付政策支持，累

计下达资金 11.9134 亿元，同时给予了促进就业、产业多元化、接续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支持。《关中–

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15)》等政

策陆续出台，为铜川市的绿色更新转型工作添砖加瓦。中央相关政策的支持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资源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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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资金短缺状况，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型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于是，陕西省政府进一步因

地因时制宜，推动建设铜川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将铜川市的转型发展纳入省委、省政府“一市一

策”战略，出台《关于促进铜川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转型配套基金、生态补偿基金

等特殊政策。2011 年 12 月，省政府批复的《铜川市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规划(2009~2020)》围

绕铜川市现存问题展开了重点阐述，为铜川市的绿色更新转型制定了科学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出，政策

支持作为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原始推动力，是转型过程中强有力的保障。 

3.2. 产业转型：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根本支撑 

尽管政策能在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原始推动作用，为资源型城市提供机遇和指引，

但是“输血式”的政策支持注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无法从根本上增强资源型城市的“造血”功能。资源

型城市的“黑色”根源在其支柱产业，城市如何摆脱对支柱产业的依赖，规避资源枯竭带来的产业衰退

是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必须推进产业绿色转型，

为转型工作提供根本支撑。产业绿色转型是对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包括产出结构、技术结

构和产业组织的变动、调整和优化，由此实现以资源产业为主向非资源产业为主的转变[9]。通过产业绿

色转型，可以促使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依赖的困境，建构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确保城市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要将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作为战略重点，大力培育发展绿色产

业，绿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农业及服务业重组[10]。在铜川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具体实践中，第一，通

过产能置换、实施工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的技术改造，发展环保生态型煤炭产业、打

造煤电铝联产联营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实施“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等路径提升工业的“含绿量”；第

二，以培育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强高质量供给、改革农业管理模式、优化绿色生态农业产业链，以高标

准打造绿色生产农业。通过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进畜禽粪污和秸秆资源

化利用多种手段助推农业绿色转型；最后，以园区、景区为依托，促进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利用红色教

育、民俗体验、生态休闲、矿井实探等多种形态打造绿色服务业。 

3.3. 科技赋能：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能量放大器 

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因素和推动力的协同工作。国家政策的引导和

支持能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产业转型能否成功实现绿色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

源型城市绿色科技的开发与应用能力[11]。绿色科技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研

究表明，绿色科技创新首先可以促进资源的深加工，提高资源产品附加值和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竞争

力促进经济发展；其次通过改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杜绝污染，降低矿产开发的外

部性影响，促进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同时也可以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对已发生的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因

此，绿色科技亟需发挥其能量放大器的作用，为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保驾护航[12]。铜川市在实践过

程中，既注重对绿色科技在各个领域的引进和应用，又着手培育科技创新种子，鼓励研发，打造科技生

态系统。在工业领域，强化重点排污企业管控措施，大力建设花园式工厂，实行清洁能源替代，推广落

实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实施农作物秸秆等农业生产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等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生态技术，并形成了国内首创的“生物质绿色循环

高效利用技术”成果。在接续产业领域，铜川市大力发展航天科技、数字经济等前沿科技产业，打造了

“西部创新港铜川飞地科创中心 + N 个飞地园区 + 铜川产业技术研究院 + N 个产业基地”的秦创原铜

川模式，以科技成果产业化助推科技产业发展。在生态治理领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打造铜川智慧型

数字化社会治理云平台，采用物联网进行大气污染数值检测，依靠大数据精准识别污染源，推动云计算、

互联网+等技术共同探索生态治理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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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的实践逻辑 

绿色更新体系是绿色更新共同体在推进实施绿色更新过程之中涉及的多种要素及要素关系总和[13]。
学者指出，有效的绿色更新体系总涉及“更新主体”“更新过程”和“更新对象”三个基本要素[14]。资

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实际上就是通过多方内生动力的驱使，促进主体、过程、对象的转变，最终使

更新体系适应资源型城市全方位绿色化转型的要求。总的来说，绿色更新的实践，既与内生动力相关，

又离不开“更新主体–更新过程–更新对象”这一更新体系，二者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就是绿色更新

转型的实践逻辑。 

4.1. 更新主体：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 

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不同于以往的转型方式，其通过在绿色发展中纳入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生态优化等多领域内容，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综合性目标[15]。在追求各方面综合效益最大化

的过程中，开放包容的多元参与成为推进绿色更新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资源型城市庞大的更新需求，

使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主体结构的新变化和利益博弈的复杂性的显现，公共价值和利益

在资源型城市绿色更新转型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6]。因此，强化绿色更新的多主体参与，完善治理体系，

构建能覆盖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协同合作的机制尤为重要。政府首先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普及绿

色办公、绿色行政，完善绿色政绩考察制度，制定市场主体参与激励、强化监管约束两重机制。企业作

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要推动企业体制、科技、文化多面创新以适应城市的绿色更新转型，

积极扮演好企业提供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的角色，积极培育企业绿色创新体系，在企业内部建设绿

色发展的理念，承担起绿色科技研发的责任。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的社会组织发挥协调、缓冲作

用，创设交流表达渠道，带动群众共同参与到政府和企业的绿色更新工作之中。于铜川市的转型实践来

看，从最初对铜川绿色更新转型方案的深入研究谋划，到着手推动重点绿色项目建设，项目带动，最后

由市级领导牵头协调督办，落实激励约束制度，动员多主体参与，政府始终发挥着规划引领、统筹治理、

监督实施的作用；企业严格执行重点行业环境准入和排放标准，通过技术进步和环保投入，全流程推动

技术、工艺、装备绿色化、清洁化，以四大绿色工业园区为载体，探索绿色循环运营模式，实现绿色供应

链、绿色生产；以市职业农民协会、市陶瓷协会、市社工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转型成效显著；

铜川民众共同参与绿色农业生产和种植、群策群力推动旅游发展，涌现了一群明星农家乐、致富带头人。

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多元参与的绿色更新转型，有利于降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投入成本，促进绿色更

新项目的高效落实，在转型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效应。 

4.2. 更新过程：被动转型到主动变革 

受制于资源、环境、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资源型城市步履沉重，早已无路可退，巨大的压力

使其不得不顺应转型大潮，走向新的发展关口。早期的被动转型虽然能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的初步

开展，释放转型发展的信号，但绿色更新对原城市发展模式的更迭，对社会空间结构多方面的变革也必

然会使各社会主体的既有利益遭受挑战，在初期不免面临社会主体反对、不配合的局面。实践表明，被

动的适应性的转型注定无法长久，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资源型城市的困局。只有在绿色更新为资源型城市

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社会主体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变压力为动力，

激发多元主体主动、共同参与，积极投身于绿色更新转型工作的浪潮，最终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持久

进行。因此，资源型城市被动转型到主动变革的更新过程主要表现为各社会主体由拒绝抵制转变为积极

参与的整个过程：政府主体由早期的对国家政策的单一实施和对社会主体需求的滞后回应转变为高效、

有序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更新；企业主体由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被动遵守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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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规制转变为主动将绿色更新内化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以企业的绿色创新推动绿色更新；群众由对绿

色更新认知和关注的缺乏转变为主动承担公共利益责任，积极配合各单位工作，自主践行绿色行动。铜

川市的绿色更新实践中，政府、企业、民众亦遵循了更新过程的转变规律，形成了上下绿色联动、左右

绿色互促的局面。市政府审时度势、根据铜川发展实际规划引领，除明确目标任务、部署工作重点外，

多次深入企业、社区、农村调研，充分征求专家、社会人员、群众多方面的意见，推动各主体的更新协

作；在政府多项措施、工程的推动实施和政策的激励下，铜川大大小小的企业意识到绿色更新实践下高

质量的经济效益的迸发，逐渐将绿色化理念应用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之中，采用节能环保的新工艺、新技

术，建设新的绿色生产线，配套环保设施，推动企业向环保型企业转型升级；绿色更新转型带来的优美

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影响，使居民对绿色更新产生了深刻的理解、

认同和支持，随着铜川全社会绿色更新氛围的营造，居民作为劳动的供给者更是主动参与到第三产业，

如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实践之中，成为推动铜川市的绿色更新转型的重要力量。 

4.3. 更新对象：单一转型到全方位转型 

绿色更新转型不只是单一的追求经济发展或是对环境进行治理，其在绿色发展价值理念的指导下，

越来越注重对原有的社会系统各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进行“绿色化改良”。以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

转型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途径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着力追求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其转型模式下

产生的环境污染虽能得到一定的治理和修复，但是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城市发展

的不平衡性并未得到改变。绿色更新则能够延续“五位一体”布局，利用多途径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型城

市转型。首先，在经济上，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多领域的耦合优化。产业绿色化主要体现

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绿色化应用，绿色产业化主要表现为旅游业的兴起等。其次，在文化

上，通过倡导绿色文化价值观念，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强化公民绿色环保责任。如引导公民

绿色消费，选购绿色产品，践行绿色交通出行、绿色饮食、绿色家居等；最后，在体制上，健全生态文明

建设的整体协调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发展规划等手段为优质生态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从实

践来看，铜川的绿色更新始终致力于追求全方位转型的实现，持续开发生态效益好，资源利用率高、低

污染排放的新型产业，如千禾制药、澳威激光、百利坤艾氢能等行业龙头，积极采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如达美轮毂有限公司、陕西建工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企业；以独特的药王文化

优势，开发系列文化、中医药、旅游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的不断增值；制定出台加快现代中医药产业、旅

游业、非公有制经济等发展的政策措施，激发转型活力。尽管绿色更新转型起初往往从经济或生态领域

单一着眼，但并不会局限于一个范畴，而是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将经济发展与高质量生态相结

合，使经济与生态、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予以实现，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全方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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